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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漢晉間封爵制度的變化 

  從兩漢的列侯、關內侯到西晉的五等爵，漢晉間的封爵體系經歷數次變

化。西漢最高級爵唯稱列侯，東漢列侯始分為縣、鄉、亭三級；1建安末年，

曹操為賞軍功，又新設名號侯、關中侯等數級爵位；曹魏初年針對同姓宗室，

增設鄉公、亭伯等爵；至魏晉之際，終有五等爵的出現。 

  漢晉間爵制的演變，除了爵級名稱與內容的不同外，更重要的是封爵的

原則有所變化。在漢代，軍功封爵仍為最主要的途徑，其餘則以「恩澤」的

方式獲得爵位，因此封爵者多半為率軍將領或與皇帝關係密切者，士人與行

政官僚少有得爵的機會。至曹魏黃初元年（西元220年），施行對行政官僚的

普遍封爵，加上日後各種以「事功」而獲爵者，以及「以德詔爵」觀念的提

倡，使封爵方式不再限於「軍功」與「恩澤」二途，同樣可以獲得封爵。其

後西晉五等爵的建立，一方面使士族長期以來「復五等爵」理想得以實現；

另一方面，五等爵與舊有列侯、關內侯的並存，也象徵在制度改易的過程中，

仍有現實政治因素的考量。本章將針對漢晉間爵制的演變及其歷史背景加以

論述，以探求漢晉間爵制的發展與變化。 

第一節  東漢封爵體系及建安時期的調整 

  在漢代的二十等爵中，擁有食邑者僅有列侯與關內侯；2而漢代爵制基本

                                                 
1 參楊光輝，《漢唐封爵制度》，頁14。 
2 關於關內侯的地位，朱紹侯把漢代二十等爵劃分成「民爵」、「吏爵」與「王侯爵」，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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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乃繼承秦制而來，故仍相當重視軍功，3在「無功不侯」的原則下，漢代封

爵大體以軍功為主要途徑。但至東漢中後期，在外戚、宦官輪流掌握朝政的

情形下，恩澤侯成為當時主要的獲爵方式，軍功的重要性因而下降。到了建

安年間，由於戰亂仍頻，曹操重新建立以軍功為主的封爵體系，這種情形到

了曹丕稱帝才有所改變。 

一、東漢的爵制 

  東漢的爵制，基本上沿襲秦、西漢二朝，並無太大差異，可食邑者仍為

列侯與關內侯。4至於爵制在東漢的東漢主要改變，是將列侯明確分為縣、鄉、

亭三級，使得列侯除了封地大小與食邑多寡外，也存在等級上的差異。 

  至於在異姓列侯的封爵與關內侯的賜爵，5可略分為下列兩種類型： 

1.軍功侯 
漢人以為「無功不侯」，而功基本上又以軍功為主，故此泛稱為軍功侯，為

秦漢封爵的主軸。 

 
侯屬於「王侯爵」，關內侯屬於「吏爵」；劉敏則認為關內侯屬「貴族爵」的一種。本

文所討論者，主要以有封國食邑之列侯為主，附帶提及關內侯，故「吏爵」與「民爵」

暫不列入討論。參朱紹侯，〈軍功爵制在漢代的變化〉，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3-1；
朱紹侯，〈簡論關內侯在漢代爵制中的地位〉，載《史學月刊》1987-1；劉敏，〈西漢爵

之類別〉，載《秦漢史論叢》第三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呂思勉亦指出西漢初年相當重視軍功，參呂思勉，《呂思勉讀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2）乙帙「漢初賞軍功之厚」條，頁565-566。 
4 胡大貴以為兩漢只有少數個別情形才有食邑，柳春藩則認為西漢的關內侯大多是有食邑

的，而閻步克亦認為關內侯在西漢可以世襲，東漢也有世襲的情況。此外，從張家山出

土漢簡來看，所謂「關內侯後子為關內侯」，則關內侯在漢代似可世襲。參胡大貴，〈關

內侯食邑考〉，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6-1；柳春藩，〈西漢的食邑制度〉，《南充

師範學院學報》1984-2；閻步克，《品位與職位》，頁11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
理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年律令‧置後律〉（北京：文物出版社，

2001），頁182。 
5 同姓諸侯王分封的原因，主要是以血緣為主；且「王」既不屬於二十等爵，亦不屬於五等

爵的範疇。故本文所論主要以異姓為主，在部分章節則加入諸侯王加以比較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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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澤侯 
恩澤侯即未立軍功而封侯者，所謂「恩澤」，即皇帝的恩澤，代表的是皇帝

與受爵者關係密切，當中又可粗分為以下數類。 

(1) 皇帝宗親 

即皇帝母族、妻族等異姓外戚，東漢歷朝后父及后之兄弟多有封爵，至於其

他子弟封爵多寡，則視當時朝政與外戚權力而定，似未有定制。 

(2) 三公 

西漢即有拜丞相為列侯的記載，又如《後漢書‧侯霸傳》云「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為列侯」，然觀東漢史書，三公似多無封爵。此可能為西漢「故

事」，至少東漢並非所有三公皆得封爵。6

(3) 宦官 

東漢和帝以後，皇帝多幼沖即位，至皇帝成年後，宦官多協助剷除外戚。故

事成之後，宦官多得封爵，甚至可傳爵給養子，7成為東漢封爵的特色之一。 

(4) 帝師 

東漢曾教授太子學問者（以經學為主），在太子即位為皇帝後，常因帝師賜

爵，不過似多以關內侯為主。 

(5) 入錢穀受爵8 

西漢晁錯已有「入粟以受爵」之議，漢文帝亦採用之，可知西漢已有類似措

施；不過當時受爵上限僅至十八級大庶長，而未及關內侯、列侯。9到了東漢

 
6 《魏志》記載：「漢制，凡人君特有所寵念，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襲茅土，號曰

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來無有封者。」代表東漢已無因拜三公而封侯

者。見（宋）李昉，《太平御覽》（北京：中華書局，1998）卷二百〈封建部〉三引《魏
志》，頁963。 

7 如曹節以迎靈帝功封長安鄉侯，後進封育陽侯；節死後以其養子襲爵，即為其例。參《後

漢書》卷七十八〈曹節傳〉，頁2524-2527。 
8 入錢穀受爵的情形，似不屬恩澤侯的範圍，然前輩學者在討論漢代爵制時，未將鬻爵單獨

列為一類討論，故暫置於恩澤侯下論述。 
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十四上〈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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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國家財政吃緊，皇帝不得不以官爵作為增加國家收入的交換品。參《後

漢書》諸帝紀，在永初二年、延熹四年、光和元年、中平四年皆有鬻爵之詔，

所鬻之爵皆為關內侯，但列侯仍不在鬻爵範圍中，亦顯示列侯在東漢後期，

仍具有相當的身份與重要性，請參表2101「東漢中後期賣官鬻爵事件表」。 

  上述諸類，除軍功外，多是皇帝之姻親、親信或故舊，故亦得以恩澤受

封。10整體說來，東漢時期軍功與恩澤兩大體系區別可謂相當明確，試以陰

興為例加以觀察： 

（明帝）永平元年，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陰）興，典領禁兵，

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諸舅比例，應蒙恩澤，興皆固讓，

安乎里巷。」11

陰興多立功績，又為外戚，故可同時以軍功與恩澤封侯。其他如竇憲等人，

亦同時可經由恩澤與軍功而封爵。但大部分的恩澤與軍功者的身份並未重

複。以上為東漢封爵之大致情況。 

  兩漢封爵本以軍功為主，然至東漢中晚期，開始出現變化。由於朝廷政

爭趨於激烈，外戚、宦官爭鬥不已，所以當時多有因政治局勢之變換而得失

爵位之人。在外戚方面，如竇憲一家「父子兄弟並居列位，充滿朝廷」；12又

梁冀以外戚之姿，在桓帝初年掌控朝政，史稱其「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

六貴人，二大將軍，夫人女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13可謂貴盛至

極，然外戚一旦失勢，其原有封爵多被削除。在宦官方面，如順帝時孫程等

以「陰謀之功」而封爵，14延熹二年，宦官單超等誅除外戚梁冀及其宗親黨

 
上〉，頁1133-1134。 

10 程幸超認為東漢被封為侯者多為皇室旁支子孫及皇帝姻親，此外便是功臣。參程幸超，《中

國地方行政制度史》（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頁79。 
11
《後漢書》卷三十二〈陰識附興傳〉（北京：中華書局，2001），頁1132。 

12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融附憲傳〉，頁819。 

13
《後漢書》卷三十四〈梁統附冀傳〉，頁1185。 

14
《後漢書》卷六十一〈左雄傳〉，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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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而「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尹）勳等七人為亭侯」，15並得養子以

傳國襲封。16也就是說當時獲封恩澤侯者甚多，但亦多因政局變化而失去爵

位。軍功封爵之途亦不穩定，在紛亂的政治局勢中，即使立下軍功，若不與

當權者保持良好關係，未必能夠封爵；甚至有因細故得罪當道，而無法獲得

爵位者。謝弼即指出了當時的情形：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

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17

謝弼認為皇帝乳母以恩澤獲爵，軍功之臣反而無爵，違背漢代封爵「必酬庸

勳」的原則，故提出批判。又如皇甫嵩則因與宦官不合而削戶降封，18盧植

亦因得罪宦官而一度成為階下囚，19亦為其例。在此情形下，東漢中晚期以

宦官、外戚為主的恩澤侯成為當時封爵體系的重心，而以軍功封侯之途卻相

對的不穩定。 

  除此之外，漢代本有「入粟受爵」的情形，但尚無賣官與關內侯的情事；

至東漢中後期由於國家財政困窘，朝廷不得不採取賣官鬻爵的方式，增加財

政收入。其中爵制部分主要是關內侯。根據表2101「東漢中後期賣官鬻爵事

件表」可知，基本上只要捐納一定數目的錢幣即可賜爵關內侯；有時亦有入

縑帛者，如「延熹中，連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祿、王侯租稅，（侯）

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20正因如此，關內侯之賜與範圍趨於擴大。 

  由於東漢中後期授封列侯、關內侯的方式日趨紊亂，時人頗有對此提出

批評者，張皓以為「頃者以來，不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

 
15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頁305。 

16 即《後漢書》卷六〈順帝紀〉云「（順帝陽嘉四年）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

頁264。 
17
《後漢書》卷五十七〈謝弼傳〉，頁1860。 

18
《後漢書》卷六十一〈皇甫嵩傳〉，頁2305。 

19
《後漢書》卷六十四〈盧植傳〉云「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勢，或勸植以賄送豐，植不

肯。」後盧植遂為宦官所誣陷，頁2118。 
20
《後漢書》卷七十八〈侯覽傳〉，頁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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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復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21此處所指「舊典」，應為漢高祖

所言「無功不侯」之慣例。又翟酺云「受爵非道，殃必疾」，22楊震提醒安帝

要「留神萬機，戒慎拜爵」，23竇武亦云常侍黃門「自造制度，妄爵非人」，24

清流人士王宏為弘農太守時，更直接「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25正

因封爵體系的紊亂，所以趙典上書直陳： 

夫無功而賞，勞者不勸，上忝下辱，亂象干度。且高祖之誓，非功臣

不封，宜一切削免爵土，以存舊典。26

從趙典的建議不難窺知當時封爵浮濫的現象，而其一切削爵土的建議，似亦

未獲採納。此外，許多朝臣對當時「朝廷爵授，多不以次」的亂象，27深感

憂心，也間接反映了東漢中後期恩澤侯的比例有明顯增加的情形。 

二、漢末建安年間封爵的特色 

    中平六年（西元189年），靈帝崩，少帝即位，外戚何進掌權，旋被宦官

誅除，而隨後宦官亦遭袁術等人所攻滅，原先恩澤侯的兩大來源自此斷絕。

緊接著董卓秉政，改立獻帝。獻帝自初平二年（西元191年）西遷長安，至

建安元年（西元196年）定都於許，數年之間，大致由軍閥掌握朝政，當時

記載的受封者，大多為董卓涼州集團的成員，或是隨獻帝遷徙之臣，以及各

地之割據勢力，無宦官與外戚受封。在外戚、宦官、恩澤侯既多廢死，又未

新封恩澤侯，加上戰亂仍頻，使軍功重新成為封爵主體。28自曹操西迎獻帝，

 
21
《後漢書》卷五十六〈張皓傳〉，頁1817。 

22
《後漢書》卷四十八〈翟酺傳〉，頁1603。 

23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頁1761。 

24
《後漢書》卷六十九〈竇武傳〉，頁2240。 

25
《後漢書》卷二十六〈王允傳〉，頁2177。 

26
《後漢書》卷二十七〈趙典傳〉，頁948。 

27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附賜傳〉，頁1777。 

28 陶希聖認為，秦漢時期爵位的主要作用即為賞軍功，至曹魏（包含漢末建安年間）因秦漢

舊爵業已敗壞，因而增設爵級，以賞軍功。參陶希聖，《中國政治制度史（第三冊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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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許昌，建安年間封侯的原則就是以軍功為重，以下略述當時封爵的情形。 

    在同姓諸侯（王）部分，黃巾亂後，漢朝廷已無法有效管理地方，因此

就國的諸侯在朝廷無力保護下，結果大多是逃亡或被殺。如陳王劉寵在獻帝

初年「率眾屯陽夏」，建安二年為袁術所殺；29又如淮陽王劉暠，「遭黃巾賊，

棄國走，建安十一年國除」，30皆為其例。獻帝都許以後，曹操對待漢室諸侯

之政策，一為取消紹封，即原本之諸侯（王）死後，無子者即削除其國，不

准其餘王侯子弟襲爵。二為直接除國，如建安十一年，「齊、北海、阜陵、

下邳、常山、甘陵、濟陰、平原八國皆除」，31大規模的削除諸侯國，此外還

有部分諸侯王因故被誅而國除。在上述兩項政策的影響下，建安年間劉氏同

姓諸侯（王）數量大減，其後由曹氏之侯爵取而代之。至建安十七年，封獻

帝四皇子為王，當時許靖以為「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

其孟德之謂乎」，32即建安十七年的封爵動作，可能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

這次封爵只有皇子才能受封，其餘叔伯兄弟皆未見記載，可以推知漢末諸侯

（王）的數量寡少，反映了當時政治結構的變化。 

    在恩澤侯部分，如前所述，在董卓入洛陽（西元189年）前夕，外戚與

宦官因內鬥而兩敗俱傷，其後外戚只能以個別身份受封，而建安年間已不見

宦官受封之例，二者影響力大概已經消失。到了建安十一年，「諸以恩澤為

侯者皆奪封」，33原有的恩澤侯皆被奪爵，不難推知建安年間恩澤侯的人數已

大為減少。 

    相較於恩澤侯人數及重要性的降低，軍功重新成為主要的封侯途徑。建

安年間以軍功獲爵的途徑大致可分為下列數種： 

 
南北朝）》（台北：啟業書局，1973），頁303。 

29
《後漢書》卷五十〈陳敬王羨傳〉，頁1669。 

30
《後漢書》卷五十〈淮陽頃王炳傳〉，頁1678。 

31
《後漢書》卷九〈獻帝紀〉，頁384。其實建安十一年所廢似不僅八國，應包含所有無嗣或

斷封之國。 
32
《後漢書》卷九〈獻帝紀〉，頁386。 

33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附彪傳〉，頁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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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率軍破敵獲城 
如夏侯惇、夏侯淵、許褚等將領，此為建安年間最普遍的軍功封爵方式。這

些將領皆領軍出戰，立軍功之機會甚多，且其平均戶邑數亦較高。 

2. 舉縣降、率眾降 
此為全國保民之功，如建安四年「張繡率眾降，封列侯」；34建安九年「易陽

令韓範、涉長梁岐舉縣降，賜爵關內侯」；35建安十三年，曹操征荊州，「乃

論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等，皆為其例。36

3. 運籌帷幄，有益軍國 
如荀彧、荀攸、郭嘉等人。這批人雖未必親赴戰場作戰，然其對國家貢獻亦

甚大，如曹操即云「古人尚帷握之規，下攻拔之力，原其績效，足享高爵」，

37故亦可獲得爵位。 

4.追封前勳 
如棗祇、典韋等，這些人立功原因不一，然皆未及受爵而亡，因此追封爵位，

而以其子弟襲封。 

  上述情況之外，建安年間尚有一類，即割據勢力亦有封侯者。其中一部

分並非封於建安年間，而是在董卓專政至獻帝都許（西元189年至195年）之

際，如袁術、劉表、陶謙等；一部分是曹操為籠絡而封，如孫策、袁紹、馬

騰、公孫康等。 

  基本上，總結東漢末年封爵體系與政治情勢的變化，在目前所見的資料

中，封侯者除劉姓（宗室）、曹姓（權臣子弟）、外戚與割據勢力，大體仍以

軍功封侯者為主。 

  曹操繼承漢代「雜王霸而治之」的精神，且更趨近法家思想，這個傾向

也影響了建安年間的封爵原則。在歷經黃巾與董卓的變亂，各地戰亂頻繁，

 
34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17。 

35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25。 

36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30。 

37
《後漢書》卷七十〈荀彧傳〉，頁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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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操提出了自己的意見： 

議者或以軍吏雖有功能，德行不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

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不鬥之士，並受祿賞，而可

以立功興國者也。故明君不官無功之臣，不賞不戰之士，治平尚德行，

有事賞功能。論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38

曹操認為，在戰亂之世，封爵最重要的標準應為「功能」，即「量能處位，

計功受爵」，39才能是任官的標準，而功績則是封爵的依據，不以德、賢作為

任官封爵的標準。不難想見，在當時討平群雄的過程中，功績自然是以軍事

上的成就為主要基準，也因此受爵者大多是領兵作戰之人。 

  不過，建安年間立軍功者官爵晉升固然容易，但若戰敗，免官奪爵也是

常有之事，如建安八年曹操下令曰：「其令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利者

免官爵」，40也就是說，領兵作戰者若能立功，則可增封進爵；若是敗軍失利，

則爵位將被剝奪。建安年間，割據勢力盤根錯節，戰爭頻繁，立功機會相對

較多，參見表2102「漢末建安年間封爵人數表」。建安元年，曹操勢力範圍

不大，隨獻帝至許都的舊臣不多，有舊爵者甚少，維持以列侯、關內侯為中

心的制度，在運作上並無太大的問題。隨著曹操勢力逐漸擴大，立軍功者日

益增多，因此，封爵人數呈現固定的成長。雖然戰爭的頻率與次數開始減少，

增加的趨勢卻未因此降低。尤其在較大規模的戰役中，更容易產生封爵機

會。如曹操在建安十二年「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列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38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頁24。又《文館詞林》引作「太

平尚德行，有事貴功能」，見《日藏弘仁本文館詞林校證》卷六百六十八〈魏武帝論吏

士行能令〉，頁434。 
39
（唐）歐陽詢等撰，《藝文類聚》（北京：中華書局，1965）卷五十三〈治政部下〉「錫
命」，頁953。 

40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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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又於建安十三年「論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42其後平馬超、張魯時

亦然。且當時封爵的規定，對立軍功者較為有利，如袁準云「今軍政之法，

斬一牙門將者封侯」，43又曹操身邊之虎士「以功為將軍封侯者數十人」，44皆

為其例。在這種情形下，封侯者人數甚多，每遇戰爭便有立軍功者，有軍功

就要封侯進爵，導致列侯、關內侯二級制已不敷使用。且將、兵有功即為侯，

投降者亦得為侯，運籌帷幄也為侯，制度本身已無法分辨受爵者功勞與地位

之高下，如董昭認為曹操「徒與列將功臣並侯一縣，此豈天下所望哉」，45而

王粲亦指出當時爵制問題所在：  

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列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

賞人，皆不由等級，從無爵封無列侯，原其所以，爵廢故也。司馬法

曰「賞不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利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

以賞也，乃積累焉，頒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比，

高祖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

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

緒，使慕進者逐之不倦矣。46

在此一情勢下，爵制秩序面臨了重新整頓的需要，新設爵位便成為最可行的

解決之道。繼建安十八年曹操進爵為魏公後，建安二十年又施行一套新制度： 

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列侯、關內侯凡六等，以賞軍功。（裴注

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金印紫綬；

又置關內外侯十六級，銅印龜紐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紐，亦

 
41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28。 

42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30。 

43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封建部一〉「敘封建」引《袁子》，頁953。案袁準所云雖為
魏制，似在建安年間即已施行。 

44
《三國志》卷十八〈魏書‧許褚傳〉，頁543。 

45
《三國志》卷十四〈魏書‧董昭傳〉裴注引《獻帝春秋》，頁440。 

46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封建部一〉「爵」引王粲《爵論》，頁95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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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綬，皆不食租，與舊列侯關內侯凡六等。47

在東漢末年，第十八級大庶長以下似已喪失作用，因此曹操新設立了名號侯

以下諸爵，觀其意似乎想要藉增加爵級來整理因人數擴張而紊亂的爵制秩

序。48在新制中，名號侯、關中侯為金印紫綬，關外侯、五大夫為銅印墨綬，

且「皆不食租」，其實等於是廣義的「名號侯」，因此，裴松之以為虛封由此

而始。49如此便以食租與否區隔列侯、關內侯與名號侯以下，而以立軍功之

大小來決定爵位。其後自建安二十一年至咸熙二年，除了馮翊山賊鄭甘、王

照率眾投降封列侯外，不再見到兵士或地位低者得封列侯或關內侯之記載。

50相對之例，即魏齊王芳嘉平六年，劉整、鄭像守義而死，魏帝特下詔「今

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51案劉整、鄭

像為「士」，屬於士家，地位低下，詔書雖云「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

寵烈士」，若按照建安二十年以前舊制，可能會追賜關內侯甚至追封列侯；

然新制施行後，兩人只能追賜為關中侯，但准許除去士名、使子得以襲爵，

以為嘉獎。由此可見，建安二十年的新制施行後，在一定程度上，暫時解決

了爵制等級不敷使用的情形。 

  根據表2102「漢末建安年間封爵人數表」，建安年間的封爵結構呈現出

清楚的等級結構。在建安年間的封爵中，封為縣侯的幾為劉姓宗室、皇帝外

戚、曹操諸子與割據勢力，或者是建安元年以前所封之縣侯，其餘不論功勞

 
47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46。其中十六級之「關內外侯」，錢大昕認為「內」

字為衍文，參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潔校點，《廿二史考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卷十五〈三國志一〉「初置名號侯」條。頁278。 
48 閻步克已指出「曹操設名號侯，也出於褒獎將士軍功之需」，參閻步克，《品位與職位——

秦漢魏晉南北朝官階制度研究》，頁114。 
49 關於裴松之以為「虛封」的問題，楊光輝認為「自漢始，關內侯以下之爵即與列侯相分離，

自成賜爵制系統」，因此上述名號侯以下亦屬於賜爵制，而非虛封。見楊光輝，《漢唐

封爵制度》，頁75。然不論此處為「虛封」或「賜爵」，有名號而無封國是不變的事實。 
50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頁59。 

51
《三國志》卷四〈魏書‧齊王紀〉，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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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食邑數再多，最多只能封為鄉侯。52如夏侯惇「特見親重，出入臥內，

諸將莫得比也」，53封爵不過止於高安鄉侯；54荀彧為曹操謀主，曹操以為荀

彧與自己「事通功並」，55卒時爵止萬歲亭侯，即王導所云「荀文若，功臣之

最也，封不過亭侯」，56其餘諸人亦然。其次，率軍破敵獲城之將士所封之爵

位，似較非軍功者為高；立軍功愈多者，其食邑數累積愈多。除此之外，建

安年間封鄉侯者亦少，至建安二十年也不過十人，且多為曹操重要功臣；關

內侯人數亦少，僅十五人，除許褚外，多為降附之人；其餘大多封為亭侯，

共五十一人。此外，尚有許多未明載其爵，僅云列侯者，按照上述資料推估，

這些人的功勞不能與曹操相提並論，應非縣侯；既稱為「列侯」，所以也不

是關內侯，最可能的應該是鄉侯或亭侯。而以受爵者身份與功勞的大小看

來，又不如夏侯惇、荀彧等人，故以亭侯的機率較高。所立功勞大者方為鄉

侯，其餘為亭侯，更次者為關內侯，形成依照功勞大小來排列的等級秩序。

57

  此外，曹操也試圖區分曹姓子弟與諸將之間的爵位差別。自建安十六年

 
52 上述所言亦有例外，如張魯於建安二十年受封為閬中侯，食邑萬戶。然曹操已於建安十八

年為魏公，居於縣侯之上，張魯此封未與曹操平等，僅同於曹操諸子；又張魯原為割據

勢力，非曹操部將，因投降而封，故應視同於其餘割據勢力看待。又徐琨以軍功封廣德

侯，亦非上述之例。然徐琨因破李術而封爵，而孫策亦同時被封為吳侯，故疑徐琨因功

而封。 
53
《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惇傳〉，頁268。 

54 熊德基云「夏侯惇一開始即封鄉侯，其後進至縣侯」，然遍閱《三國志》諸紀傳及相關史

料，未見夏侯惇進封縣侯之記載，且西晉初年夏侯劭紹封之爵仍為高安鄉侯，未審熊氏

之說所據為何。參熊德基，〈曹操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入魏後之變質與滅亡〉，收入氏

著《六朝史考實》（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89。 
55
（晉）袁宏撰，張烈點校，《後漢紀》（北京：中華書局，2002）卷二十九〈孝獻皇帝紀〉，
頁563。 

56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北京：中華書局，1974）卷六十五〈王導傳〉，頁1746-1747。 

57 何茲全認為「曹操對於功臣的封立，多是只有虛號而無實封的。有實封的，封地和封戶也

是很少的」，一方面可呼應文中功臣食邑較少之見，另一方面，何氏所指「虛號」，或

與裴松之云關內侯為虛封相同，或指建安二十年所設名號侯以下爵，至少在列侯方面，

當時似無所謂虛封的情形。參何茲全，《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廈門：鷺江出版社，

2003），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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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曹氏子弟陸續有封縣侯者，58如果功臣進封為縣侯，便與曹操諸子爵級

相等，故功臣未有封縣侯者。因此，即使曹操於建安十八年已封魏公，高於

縣侯，而功高之臣仍為鄉侯，一般功臣為亭侯、關內侯，此一局勢依然未變，

其目的便是為了區分曹姓子弟與功臣在爵位上的差別。 

  總之，在建安年間，除了劉姓宗室、外戚與割據勢力外，只有曹操及其

諸子可封為縣侯，其餘皆為鄉侯以下，以爵制構成了新的等級結構：最上層

是皇帝（天子），其次是宗室（諸侯王）、外戚與曹操（縣侯），再來是有爵

之軍功將相（鄉侯、亭侯、關內侯），然後是無爵之官吏。以才任官的重心

是能力取向，以功受爵則是功勞取向。曹操既然是統一北方之人，安定國家，

功勞可謂最大，因此其餘功臣將相，即使多立軍功，一概無為縣侯者，只能

以增邑為賞。 

  至於建安十一年同時廢除許多諸侯王與恩澤侯，疑因曹操當時已大致平

定河北，在北方的威脅消除之後，較有餘裕與本錢來處理漢室的爵制。諸侯

王與皇帝同血緣，等於是皇權的延伸；恩澤侯則多與漢帝有特殊關係而得

封，因此諸侯王與恩澤侯人數的減少，也象徵皇權的無力。 

    綜上所述，東漢初年封爵是以雲臺二十八將為首的功臣集團為中心；至

中後期宦官、外戚相繼掌權，政治權力的轉移也體現在封爵上，軍功封爵的

重要性相對降低。至董卓專政後，朝政益亂，外戚、宦官同時失去舞台，在

舊爵遺留甚少的情形下，至建安年間，曹操得以軍功為封爵的重心，軍功封

爵再次成為重要的方式。到了漢魏遞嬗之後，政治相對安定，爵制及其人事

結構又再次發生變化。 

 
58 建安十六年封曹操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三人皆為縣

侯，乃分曹操所讓邑封，並非直接新封，似可視為曹操封爵之一部分。參《三國志》卷

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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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曹魏時期封爵體系的變化59

  漢末建安年間是一個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時期，但兩漢時期已受重視的

儒生，以及因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而逐漸形成的士族，在漢末的官僚體系

中，仍未有獲得封爵的途徑。東漢的士族、儒生所任之官多為一般行政職，

少有立軍功的機會，以恩澤封侯者亦屬少數，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封爵體系之

外的。也就是說漢末建安年間封爵，仍以武官為主，文官在當時仍無穩定的

封爵管道。 

  然而在東漢時期，許多士人已針對封爵的方式與原則提出各種意見，並

對宦官與恩澤侯佔據爵位有猛烈的批評。到了建安年間，以軍功作為封爵重

心，仍不符合士人的期待；軍功爵既不符合儒家以「德」作為封爵的標準，

士人無封爵管道，在現實政治秩序亦低於豪族、武將。因此在東漢三國時期

有兩種不同的意見，一部份人認為仍應以軍功或功績作為封爵標準，如黃香

云「因勞施爵，則賢愚得宜」，60蔣濟云「封寵慶賞，必加有功」，61張裔云「爵

不可以無功取，刑不可以貴勢免」；62另有部分人認為封爵不應該只以軍功為

標準。如樊準提出可使「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

63何夔認為「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祿，則民興功」，64杜畿建議「轉

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65王昶亦建言可「令居官者久於其職，有

治績則就增位賜爵」。66曹操之語更具有代表性： 

 
59 本文所論乃以「東漢—曹魏—西晉」的歷史演變作為主軸，暫不述及蜀、吳之封爵制度，

擬日後再論。另外在孫吳爵制部分，可參陳明光，〈孫吳封爵制度商探〉，原載《中國

史研究》1995-3，後收入氏著《漢唐財政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43-51。 
60
《後漢書》卷八十〈黃香傳〉，頁2614。 

61
《三國志》卷十四〈魏書‧蔣濟傳〉，頁455。 

62
《三國志》卷四十一〈蜀志‧張裔傳〉，頁1012。 

63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附準傳〉，頁1126。 

64
《三國志》卷十二〈魏書‧何夔傳〉，頁381。 

65
《三國志》卷十六〈魏書‧杜畿傳〉，頁501。 

66
《三國志》卷二十七〈魏書‧王昶傳〉，頁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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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者或以軍吏雖有功能，德行不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

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不鬥之士，並受祿賞，而可

以立功興國者也。故明君不官無功之臣，不賞不戰之士，治平尚德行，

有事賞功能。論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67

由於東漢末年戰亂仍頻，曹操必須以軍功作為封賞的主要依據；但曹操亦言

承平之時仍應注重德行，表示曹操仍相當重視以「德」為準的儒家理想。68此

外，在許多儒家經典中，亦有許多以「德」或「賢」為封爵標準的理念，如

《周禮》不斷提到「以賢制爵」、「以德詔爵」之語；69《禮記》云「繼世以立

諸侯，象賢也」，即是以德封爵的象徵；70《白虎通》亦云強調「爵人於朝者，

上不私人以官，與士共之義也」，71共之者為士，非功臣或外戚。總而言之，

是否只以軍功為封爵標準，在漢末魏初已有不少爭論。 

  另一方面，在建安中後期，曾發生曹丕、曹植的繼承人之爭，雙方人馬

似看不出階級或地域的區別，而是較為單純的政治集團鬥爭。最後曹丕獲得

勝利，但曹操與曹丕從此不願意相信宗室，導致了曹魏宗室的悲慘命運（參

他人著作）。既然宗室無法倚賴，異姓群臣自然就成為皇權倚重的對象，因

此曹植認為「公族疏而異姓親」，對皇權是非常不利的情形。72此外在建安年

間「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在爵制結構中並不均衡。當時戰亂仍頻的情

 
67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頁24。又《文館詞林》引作「太

平尚德行，有事貴功能」，見（唐）許敬宗編，羅國威整理，《日藏弘仁本文館詞林校

證》（北京：中華書局，2001）卷六百六十八〈魏武帝論吏士行能令〉，頁434。 
68 至於是曹操本人亦認同儒家理想，還是曹操必須尊重以儒家理念為主的士大夫，仍有待進

一步的考察。 
69 《周禮》卷十「地官大司徒」，頁69；同書卷三十一「夏官司士」，頁195。 
70 《禮記》卷八〈郊特牲〉，頁95。 
71 （漢）班固撰，（清）陳立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一〈爵〉（北京：中華

書局，1994），頁23。 
72
《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陳思王植傳〉，頁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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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以武職為主的豪族勢力（譙沛集團）急遽上升，73多有機會立功封侯；

以行政官僚為主的汝潁集團少有立軍功的機會，故有爵者甚少。74這種情形

在建安年間曹操為權臣時尚可，至曹丕即帝位後，站在皇權的立場，恐怕不

希望朝中部分勢力（集團）特別強大，因此給予行政官僚封爵也是維持權力

平衡的方法之一。75更重要的是，當時北方處於較殘破的狀態，這些行政官

僚在其鄉里各有勢力，影響力未必遜於軍功豪族。不論中央或地方，政權的

穩定都需要各地官僚與豪族的支持；且建安二十年後，戰爭漸少，國家趨於

穩定，曹操以軍功為主的政策可謂完成階段性任務，行政官僚的重要性因而

上升。76所以在曹魏新皇權成立之際，似乎也需要來個大規模的封賞，在酬

功賞勞之餘，也為了籠絡人心，使行政官僚對國家更有向心力。77

  綜合上述，儒生與士大夫期待封爵管道能有所調整，皇權亦欲以此來穩

定政治局勢，，在兩方面都有同樣的需求時，擴大封爵的適用範圍也是自然

之事。且建安年間，「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78無

法大行封賞之事；至曹丕即位，北方大抵已恢復安定局面，也成為行普遍封

爵之有利條件之一。 

 
73 宮崎市定認為，建安年間豪族出身的軍閥急速的貴族化，形成了漢朝的舊貴族與曹氏的新

興貴族並存的局面；至曹丕稱帝後，漢朝的舊貴族正式解體，或被新興貴族所吸收，新

興貴族才獲得真正的貴族地位。參宮崎市定，《科舉前史——九品官人法　研究》（京

都：同朋舍，1974二版），頁8-9。 
74 余英時指出「蓋曹魏以寒族繼漢而興，不得不用刑名法術以立威，故士大夫頗受壓抑」，

參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頁305。 
75 鄺士元認為「蓋自曹操死後，繼承者乃曹丕，尋丕得魏王繼承權，實由司馬懿、曹真、陳
群等之新興豪族支持，故丕對其翊戴之臣，引為知己，既重用之，更于經濟方面寬其限

制」，參鄺士元，〈魏晉屯田考〉，收入氏著《魏晉南北朝研究論集》（台北：文史哲

出版社，1984），頁117-118。 
76 宮川尚志認為至漢魏禪代之際，軍政主義已逐漸轉為文治主義，士大夫的發言權因而增
加。參宮川尚志，《六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都：平樂寺書店，1956），頁
202。 

77
宮川尚志指出，曹丕在代漢的過程中，與當時「郡望」有所妥協；不過宮川氏提出的妥協

點為九品官人法，本文則加上封爵。參宮川尚志，《六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

頁94。 
78
《三國志》卷八〈魏書‧張繡傳〉，頁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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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魏前期封爵途徑的擴大 

  建安年間以軍功為主的封爵體系，隨著王朝禪代，及國家局勢相對穩定

的背景下，封爵的途徑與適用範圍皆有所增加，略分為以下數項探討。 

1.普遍封爵 
    曹操死於建安二十五年（西元220年），曹丕即魏王位，漢改年延康；同

年漢魏禪代，改元黃初，「魏國」升格為魏朝，原本在魏國王官成為中央官

吏。由於一年中發生曹丕即魏王位與漢魏禪代兩件大事，許多官員也在此年

獲得兩次進爵的機會，如徐晃、張遼、張郃、臧霸等原為亭侯，延康中進封

鄉侯，黃初元年又進封縣侯；陳群、王朗、司馬懿等延康中初封亭侯，黃初

元年進封鄉侯；更多人是在這一年才獲得爵位，或只獲得一次進爵。也就是

在這一年當中，許多原本無爵之人都獲得了列侯或關內侯、而有爵者的位次

則向上提升。也有未在此時獲得進爵者，華歆即為一例： 

（魏）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

為司徒，而不進爵。79

  「禪讓」是大事，百官沒有功勞，也有苦勞，因此高級官員的普遍封爵，

也多少具有酬庸的意味。因此華歆因故而未得進爵，反而是較例外的情形，

因此特別被記錄下來。到了魏明帝曹叡即位（西元227年）之時，又進行了

一次普遍進封。這兩次普遍進封的動作，使許多行政官僚藉此成為縣侯，低

者則為鄉侯、亭侯。因此在曹魏西晉時期，除齊王芳即位（西元240年）之

外，每逢新皇帝即位（包括晉武帝受禪），常有普遍封爵的情形，曹丕可謂

開後世新皇帝即位給予官僚封爵的先河。這種普遍封爵的性質，既不屬於「軍

功」，也不屬於「德」的範疇，較合理的解釋，應為新皇帝即位之際，以「恩

 
79
《三國志》卷十三〈魏書‧華歆傳〉裴注引華嶠《譜敘》，頁403。又《世說新語》所記略

同，參（劉宋）劉義慶編，徐震堮校箋，《世說新語校箋》（北京：中華書局，1984）
卷五〈方正〉引華嶠《譜敘》，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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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的方式建立更緊密的君臣關係。也就是說，由漢代皇帝的親戚、親信，

至曹魏擴大到包含中高級官僚，其變化主要在於範圍的擴大，本質上仍為以

皇帝為中心的恩澤爵。 

2.事功 
  曹魏時期的行政官僚之所以能夠封爵，除了普遍封爵以外，也包括對國

家的貢獻，此暫稱為「事功」。所謂「事功」，乃相對於軍功而言，包含治郡

有方、忠恪勤勞等，傅玄即認為「安寧天下」較「斬牙門將」對國家有更多

貢獻，故更應獲得封賞。80至於具體之例，如賈逵治豫州有方，賜爵關內侯；

81盧毓在嘉平初年治曹爽獄，進封為高樂亭侯；82蘇則有綏民平夷之功，又西

定湟中，賜爵關內侯等皆是。83甚至盧毓、衛臻、徐宣、陳矯、和洽、常林、

杜襲、裴潛、韓暨、高文惠、王觀、辛毗、劉靖、王基等人，並以列卿尚書

封侯，84亦為其證。此外「德」也成為封爵的原則之一，如魏文帝在封孫權

為吳王詔云「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祿」，85而孫權封公孫淵為燕王

時則云「以爵褒德，以祿報功，功大者祿厚，德盛者禮崇」。86又如魏明帝曾

下詔云「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祿榮寵，不期而至，可不勉哉」，87孟光

告訴卻正不可「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88而劉劭亦以「執經講學」賜

爵關內侯，89傳授經學在東漢時期並不構成封爵要件，在曹魏時期則可，90此

或許亦屬「德」的範圍之一。不過在曹魏時期，少有士人或官僚明確以「德」

獲爵之記載，可能「德」只是為朝廷所認可的原則，未有清楚的標準。由此

 
80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封建部一〉引《袁子》，頁953。 

81
《三國志》卷十五〈魏書‧賈逵傳〉，頁483。 

82
《三國志》卷二十二〈魏書‧盧毓傳〉，頁652。 

83
《三國志》卷十六〈魏書‧蘇則傳〉裴注引《魏名臣奏》，頁491。 

84
《太平御覽》卷二百〈封建部三〉引《魏志》，頁963。 

85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孫權傳〉，頁1121。 

86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孫權傳〉，頁1138。 

87
《三國志》卷二十五〈魏書‧高堂隆傳〉，頁718。 

88
《三國志》卷四十二〈蜀書‧孟光傳〉，頁1025。 

89
《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劉劭傳〉，頁620。 

90 在東漢除非是因為「究極經道」而為帝師或三老五更，才有可能賜爵關內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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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了一個不同於漢代軍功侯、恩澤侯的封爵標準，即以「事功」或「德」

作為依據，使得封爵的途徑更加多元，也增加了非軍功官僚的封爵機會。然

而所謂「事功」與「德」比較沒有客觀的標準，容易流於單純的政治酬庸工

具。 

3.軍功 
  在曹魏時期，軍功仍為主要的封爵方式，如黃初四年「論征孫權功，諸

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91景初二年「錄討（公孫）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

邑封爵各有差」；92其餘大小戰役之後，通常都會伴之以封爵的舉動。但是在

新皇帝即位普遍封爵與封爵條件放寬的情形下，軍功不再具有封爵上的絕對

優勢；不過漢末魏初的軍功豪族，在曹魏前期尚能維持一定人數，至曹魏後

期則呈現下降的趨勢。93由表2201「曹魏時期大封功臣事件表」亦可看出，

文帝、明帝時尚多次以軍功大行封賞，自齊王芳即位後，除高平陵政變與淮

南、平蜀之役，大規模軍功行賞之例較少。這一方面是由於政治局勢安定，

對外戰爭數量較少，較無立軍功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軍功與儒家以德為封

爵標準的理念不合，在曹魏後期士族掌握朝政的情形下，軍功的重要性日益

下降。 

4.恩澤 
  兩漢時期即已施行的恩澤制度，建安年間雖一度廢止，至曹丕稱帝後再

度恢復。與兩漢不同之處，主要在於恩澤的主體在曹魏時期皆受到相當的限

制。因此宦官在曹魏不受重視，也未見封爵記載。在外戚部分，曹丕或有鑑

於東漢外戚干政的弊病，下詔「后族之家不得當輔政之任，又不得橫受茅土

 
91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頁83。 

92
《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頁113。 

93 此外何茲全以為「魏文帝對於各封戶本已很少的封侯，還採取漢武帝推恩的辦法，從他的
封戶中分出一部份封他另外的兒子為列侯」。何氏觀察推恩之事極是，然曹魏前期之列

侯，以軍功封者食邑數較多，因而在魏文帝或明帝時期即被「推恩」；而以事功或普遍

封爵者（多為行政官僚），在文帝與明帝時期多為鄉亭侯（甚至關內侯），且食邑數甚

少，在曹魏前期少有被「推恩」者。又西晉建國後，所行者乃以舊爵賜支子之制，而異

姓推恩之制不行。參何茲全，《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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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爵」；94至魏明帝則多封母族、妻族為侯，打破了曹丕所立的原則。然而終

曹魏之世，外戚未能「當輔政之任」，僅能擁有封爵，其重要性與影響自然

不如東漢。而至曹魏中期，三公似亦可封侯；95劉劭亦以「執經講學」賜爵

關內侯，96即以「帝師」身份受爵，皆與東漢制度相似。因此除了宦官以外，

曹魏「恩澤侯」仍有外戚、三公、帝師等部分；但相較於東漢，由於曹魏時

期增加普遍封爵、事功等途徑，使一般官僚不必經由漢代「恩澤」之途即可

獲得爵位，因此恩澤侯的人數與重要性便大幅降低。 

二、曹魏前期封爵的特色 

1.封「公」人數的上升 
  在東漢時期，封「公」人數屈指可數，除衛公、宋公、魏公外，少有見

諸記載者。97至黃初元年，以漢獻帝劉協為山陽公；黃初二年，宗室為侯者

多進封為公；黃初三年，又以諸侯王之庶子為鄉公。98此後「公」成為常設

性之封爵位階，除山陽公及日後所封之樂浪公、晉公外，99「公」基本上為

同姓宗室的封爵位階之一，位於王之下，侯之上。100

 
94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頁80。 

95 即《三國志》卷二十四〈魏書‧崔林傳〉所云「（景初二年）三公封列侯，自（崔）林始

也」，頁681。 
96
《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劉劭傳〉，頁620。 

97
《後漢書》志二十八〈百官五〉，頁3629。劉昭注曰：「建武二年，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

公。五年，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年，改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

公上。」此為封二王後。魏公已見上節所述。此外，東漢初年亦曾將諸侯王皆降封為公，

數年後又復封為王，此非常制，故不列入討論。 
98 黃初年間事蹟皆見於《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頁80。又〈文帝紀〉云黃初三年

初以「公之庶子為亭伯」，然曹魏時期未見為亭伯者，其詳不得而知。 
99 公孫淵於青龍元年受封樂浪公，見《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頁101；司馬昭於
景元四年受封晉公，厭《三國志》卷四〈魏書‧陳留王紀〉，頁149。又西晉有衛公、宋
侯爵，曹魏時期則未見記載，不知詳細情形為何。 

100 至咸熙元年行五等爵時，出現許多異姓郡公、縣公，然此屬五等爵的範圍，故此暫不論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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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爵途徑與範圍的擴大 
  如前所述，建安年間封爵以軍功為首，恩澤侯一度遭到廢止，文官少有

封爵者；至黃初元年後，由於增加了普遍封爵、事功與「德」等封爵方式，

使得封爵的範圍擴大，許多無軍功者也同受爵位；這些人大多為士族與儒

生，或是文職系統的行政官僚，藉由普遍封爵，也得以順理成章的封侯，達

成了他們的理想與需求。另一方面，曹丕因現實政局的考量，在即位時採取

普遍封爵的方式，使得文武官員有爵者的比例變得比較平均，但是隨著封爵

途徑的增加，爵位的授與日趨浮濫化，使列侯的地位也相對下降。 

3.爵級結構的改變 
  如上節所述，建安年間的異姓封爵秩序是以曹操為頂點（縣侯—魏公—

魏王），其次為曹氏子弟（縣侯），再次是重要功臣（鄉侯），接著是一般功

臣（亭侯、關內侯），呈現金字塔型分佈。曹丕成為天子後，其身份又較王

高出一階，101同姓子弟則由縣侯進封為王、公，此外尚有異姓之山陽公。在

曹丕即魏王位時（延康元年，西元220年），由於曹丕的身分仍為王，尚未稱

帝，諸功臣將相雖多有進爵，僅及亭侯、鄉侯，仍無晉升為縣侯者，在體制

上與建安年間雷同；至曹丕即帝位後，情形有所轉變，許多鄉侯、亭侯都在

此時晉升為縣侯，在帝室、國賓部分都提升到了公以上的層次，縣侯又重新

成為異姓列侯可封的最高爵，不再有之前的限制。但在黃初年間，行政官僚

的爵位多為亭侯、關內侯，縣、鄉侯較少，而封縣侯、鄉侯者多是軍功集團

的成員；且兩者在食邑數上也有很大的差距，軍功封侯者食邑動輒數千戶，

普遍封爵者僅數百戶。整體說來，黃初年間，行政官僚在封爵上的地位遠不

如軍功將領；至魏明帝後，各朝皇帝即位多對官員進行普遍封爵，加上曹魏

後期政治局勢的變化，許多行政官僚也依次進封為縣侯、鄉侯，在封爵的位

階與食邑數上皆有所提升，趨近於軍功集團在爵位上的地位。 

 
101
《三國志》卷十四〈劉曄傳〉裴注引《傅子》載劉曄語云「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可知時

人認為王與天子只有一階之差，頁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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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魏後期政局的演變與受爵者身份的變化 

  齊王芳嘉平元年（西元249年），發生「高平陵政變」，曹魏政權從此落

入了司馬氏集團之手，也開啟了魏晉交替的先聲。在曹魏後期的政局當中，

帝室與譙沛集團的成員陸續遭到整肅的命運，齊王芳被廢、高貴鄉公之難與

「淮南三叛」正代表了這個現象。在淮南三叛之後，基本上已無反對司馬氏

集團的力量，既然譙沛集團或亡或廢，理論上封爵總人數應該會相對減少；

然而實際情形正好相反，就現有資料來看，在嘉平元年至咸熙元年（西元264

年），封爵人數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勢，其中除司馬氏子弟外，已多由潁汝集

團所取代，其他則為襲封之譙沛集團成員與外戚，或新立軍功者。隨著司馬

氏地位的穩固，封爵人數的不斷擴大，士族在爵位中所佔的比例也日漸提

高。然而此時又產生另一問題，就是異姓封爵不論如何提升，最高仍然只能

到縣侯，一方面不符合他們期望恢復五等爵的理想，另一方面他們與軍功集

團同為縣鄉亭侯，在制度上也無法區分其高下。於是司馬氏集團取得了政治

上的優勢後，對爵制的改革工作就勢在必行，日後五等爵的建立，可說是士

族集團對爵制改革的初步成果。 

  再從封爵體系來看，在高平陵政變後，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

人先後執掌國政，並為縣侯；司馬昭被封為晉公、晉王，其過程與曹操相當

類似。但司馬父子與曹操所處背景並不相同，建安年間除割據勢力外，幾無

前朝之舊爵，曹操為縣侯，在朝廷中隱然成為異姓之最高爵，故終建安年間，

未有異姓功臣為縣侯者。102而司馬氏父子同為縣侯，然當時許多功臣及其後

代亦為縣侯，故純粹就爵制看來，司馬氏之爵並無超越之處；因此在司馬昭

進封為晉公、晉王之前，司馬父子只能藉由增加封地與食邑的方式，來達到

與其他官僚區別的目的。也就是說，建安年間與曹魏後期封爵體系的最大不

同處，是建安年間的功臣最高只能封為鄉侯，而曹魏後期之功臣官僚可為縣

侯。 

 
102 張魯於建安二十年封為閬中侯，然張魯原屬割據勢力，又非曹氏功臣，故附帶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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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表2202「曹魏時期封爵人數表」，黃初元年可見之縣侯不過十四人，

而至甘露三年（西元258年），縣侯已至五十一人，可謂增加甚多；其他如鄉

侯、亭侯、關內侯，與未知等級的列侯，在黃初至甘露間也呈現固定的成長。

在曹魏時期，尤其是嘉平元年高平陵政變後，軍功集團封爵人數並無明顯增

加，因此增加的部分其實多為司馬氏集團之人，由此可見兩個集團勢力之消

長，亦可看出爵位的普遍化，卻同時也造成浮濫的結果。 

  如前所述，這群士大夫與儒生在建安年間已是官僚體系的一部份，但當

時政策仍以軍功為封爵標準，士人儒生大多與爵位無緣。曹魏時期的封爵途

徑的擴大，給予這些官僚（士大夫）更多機會得以獲得封爵，既符合其儒家

理想，也可兼顧其個人身份與家族利益。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在曹魏後期

的新封爵者中，大多為對司馬氏有功之人，又以士族官僚為主。隨著司馬氏

集團在中央的官位與影響力日益增加，加上九品官人法的實施，以及其他制

度上的優待，具備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優勢的世家大族，也在曹魏時期

開始定形。103  

  相較於勢力大幅成長的潁汝集團，軍功功臣集團只剩下部分襲爵者存

留。不過在此要稍微解釋軍功功臣集團。曹魏後期不屬於司馬氏集團者，應

分為兩類，一類為漢末追隨曹操南征北討將領的後代，如張遼之子張虎、許

楮之子許儀、樂進之子樂綝等，暫稱為軍功功臣後代。他們繼承了父祖的軍

功爵位，但大多未任高官，也非魏末政爭中的主要角色，無法直接判斷其支

持對象為何。如樂綝為揚州刺史，為反司馬氏之毋丘儉所殺，若樂綝為反司

馬氏集團成員，則不應為毋丘儉所殺，但也無法以此證明樂綝支持司馬氏。

另一類是反對司馬氏者，此泛稱為曹爽集團。其成員包括行政官僚及其子

弟，如何晏、丁謐、鄧颺等；或曹魏時期方立軍功之人，如王淩、文欽、毋

丘儉、諸葛誕等；或為軍功功臣後代，但與帝室關係密切者，如曹爽、夏侯

玄等。這些人的身份不一、背景各異，其共同的特徵就是反對司馬氏；在歷

 
103 萬繩楠指出，從曹丕稱帝開始，汝潁集團的權力已在上升，而譙沛集團的權力則不斷下

降。參萬繩楠，《魏晉南北朝史論稿》（台北：昭明出版社，1999），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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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爭失敗後，這些人的下場通常都是被夷三族，故其爵位並未保留。因此，

魏末數次政爭，消滅的是反司馬氏的曹爽集團，不包含漢末軍功集團；軍功

集團後代雖少有立功進爵的機會，但也由於其官位不高，未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因此尚可保持爵位至西晉。 

  此外，建安年間與曹魏初期的實際領兵者仍多為軍功功臣與豪族集團之

人，在明帝以後，其比例逐漸下降；至曹魏後期，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領

兵者逐漸轉為司馬氏集團之人，如高平陵政變與淮南三叛時，軍事系統基本

上為汝潁集團所掌控。如此一來，不但普遍封爵與事功多以士族為主，軍功

封侯之途亦為士族所把持；非司馬氏集團者、豪族集團及其後代在行政上不

如士族，在軍事上亦不得為高級將領，其欲得爵或進爵可謂相當不易。 

  又自魏明帝普遍封爵始，似乎只適用於行政官僚，軍功封爵者似無法藉

此進爵。如夏侯惇於建安年間封高安鄉侯，後至晉泰始二年其孫夏侯佐卒

時，仍為高安鄉侯，可知在曹魏年間，夏侯氏之爵始終為高安鄉侯，未因新

皇帝之即位而進封，其餘軍功將領亦有類似情形。也就是說，歷次普遍封爵

對象不包含立軍功者，主要還是以行政官僚為主，可能是因為軍功受爵者自

有封爵舞台，而行政官僚較需藉此進封增邑。 

  綜合曹魏時期的封爵體系，其特色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爵級的增加 
  曹魏時期的爵級，可列為「天子—王—公—列侯—關內侯—名號侯以下」

的序列。104與東漢時期相較，曹魏爵制的層級更多，但由爵制本身仍無法區

別受爵者屬於行政官僚、軍功將領、士族、豪族或寒門，這個部分直至西晉

方得以解決。 

2.對「功」定義的大幅放寬 
  雖然軍功仍為主要部分，但對於「功」的定義似乎有擴大的趨勢。如同

 
104 此外，曹魏的後宮制度，淑妃爵比諸侯王，淑媛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

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亦與文中序列相同。參《三國志》卷五〈魏書‧后妃傳〉，

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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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舉凡各種理由，皆可稱為「對國家有貢獻」，即所謂「事功」。在這種

情形下，隨著對功的定義與詮釋擴大，封爵也容易成為政治酬庸的工具。 

3.在新皇帝即位時多有給予官員爵位或進封的動作 
  在曹魏新皇帝即位時的進封，雖可視其為恩澤侯，然其定義與受封的對

象，皆與漢代的恩澤侯大異其趣。至於普遍封爵的原因，乃皇權、士族各有

考量的情形下所促成。但與此相應，在封爵人數大幅增加的情形下，爵位的

價值也就日趨低下。 

4.士族與豪族的封爵比例有所變化 
  在建安年間，豪族因軍功而封侯者甚多，士族則多無封爵；自曹丕即王

位、即帝位後，隨著封爵條件的放寬，士族、豪族的封爵比例逐漸趨於平等；

至高平陵政變後，士族集團掌握政權，士族封爵比例明顯上升，而豪族封爵

者之比例日益下降。如毋丘儉指稱甘露三年新城之役，淮南將士多有功勞，

但司馬師「遂意自由，不論封賞，權勢自在，無所領錄」，105顯示當時封爵

已有不平衡的情形。 

5.爵位的日趨浮濫 
  曹魏時期由於擁有軍功、普遍封爵、事功與恩澤等封爵途徑，使封爵人

數增加甚速，也造成爵位氾濫的現象；尤其是曹魏後期，爵位如同職官、散

官、加官一樣，也成為計算資品的一個部分，使列侯的地位有下降的傾向，

可參表2203「漢末建安年間與曹魏時期封爵人數對照表」。 

6.爵制逐漸向官制趨近 
  東漢封爵本以軍功為中心，有官者未必有爵，有爵者未必有官，故官爵

呈現分離的傾向。至曹魏後期，受爵者多為士族，士族經常同時擁有官與爵，

如何使官與爵在官僚秩序中得以對應，便成為需考慮之課題之一。因此在咸

熙改制之時，爵位終於被納入官品系統，成為「官制」的一部份。 

  總之，曹魏年間的封爵不再侷限於「軍功」，還增加了事功與普遍封爵

 
105
《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毋丘儉傳〉，頁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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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途徑，使行政官僚亦有封爵的機會。在曹魏前期，軍功將領與行政官僚的

人數接近；至高平陵政變後，司馬氏集團掌握軍政大權，使受封者多為士族

集團之人，非司馬氏集團已少有封爵機會。但列侯畢竟不同於儒家經典之五

等爵，曹魏的爵制等級也不足以區別士族與非士族，因此恢復五等爵便成為

當時士族的共同目標。 

第三節  魏晉之際的改革 

  自東漢以來，士人與儒生不斷的提倡儒家經典中的爵制與封爵原則，即

五等爵與以德、事功制爵，希望以此作為改制的參考。但直至建安年間，由

於戰亂未息，朝廷的封爵仍以軍功為主。至曹魏時期，隨著封爵途徑的增加，

「普遍封爵」與「事功」都成為封爵原因之一，士人可藉此獲得爵位。但列

侯畢竟不同於五等爵，缺乏五等爵，許多儒家經典上的制度便無法落實，故

士族的下一階段目標，便是恢復五等爵。從現實角度加以觀察，建安年間士

族努力的目摽是獲得封爵；至曹魏前期，士族要求的是封爵位次與戶邑的提

升；而至曹魏後期，士族已控制軍、政大權，其目標自然就在區別自身與其

他人的身份，區別身份的方法，除了九品中正、官位之外，就是從爵制著手，

因此恢復五等爵的呼聲便日益增高。而對於掌握政權的司馬氏而言，一方面

「禮學」一直是司馬氏重視的部分，因而恢復周制的理想，也一直沒有間斷

過；另一方面為了鞏固功臣集團，確保政治秩序的穩定，施行五等爵。既然

新功臣集團與皇權有同樣的目標，推動五等爵已成為魏晉之際君臣的共識。 

一、漢魏士人對五等爵的提倡 

    其實恢復五等爵的呼聲，在建安年間已有之，如董昭即「建議宜脩古建

封五等」，而曹操以「非人臣所制」婉拒；106之後司馬朗等人依然大力提倡，

 
106
《三國志》卷十四〈魏志‧董昭傳〉，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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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而曹魏宗室集團之人似乎亦未加以反對。108 如夏侯玄在回答司馬懿問題時

就曾提出「魏室之隆，日不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復，可粗立儀準，以一

治制」的論點，109也就是基本上不反對恢復五等爵制，不過要先設立基本相

關的「儀準」，再來實行不遲；曹植云「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連城數十，

約則餐食祖祭而已，未若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110在回顧漢代諸侯

王時，也對五等爵有嚮往之情；又何晏與司馬氏集團在思想上亦有共通之

處，111兩者在政策上亦未必有所衝突。且當時曹魏宗室集團中，除曹爽外，

多為行政官僚，亦少有立軍功之機會，其情形與司馬氏集團相似，故在改制

方面，至少不會採取反對意見。雖然五等爵至咸熙元年才正式創立，但曹魏

時期已有比附或部分恢復五等爵的情形，如魏文帝黃初中新設鄉公、亭伯之

爵，明帝時高堂隆又以當時官爵比附五等爵，皆為其例。這象徵在無法直接

改易制度的情況下，曹魏君臣仍試圖以各種方式比擬五等爵，也反映時人對

五等爵的期待。除了直接針對五等爵提出意見者外，尚有許多請求改制的呼

聲，範圍甚廣，包含禮、法、官制等方面。但司馬師執政之時，有「請改易

制度者」，而司馬師以「三祖典制」不可妄改為由，加以婉拒，112可能是因

當時尚有反對司馬氏之勢力，故司馬師不敢貿然行事；至平蜀以後，司馬昭

在立軍國大功的情況下，才一併對禮、法、官制等方面進行改革。也就是說，

至少在建安與曹魏時期，士族與行政官僚儘管政治立場或派系不同，但同樣

以儒家經典為圭臬，皆以為當時確有改制的必要，故當時並無反對改制的聲

浪。相較於五等爵，漢末魏晉之官僚對於是否要恢復肉刑，則有相當大的爭

 
107
《三國志》卷十五〈魏書‧司馬朗傳〉，頁467。 

108 伊藤敏雄指出，曹爽派的三個主要理念，一是檢討九品中正制度，二是廢除郡制，三是

改正服章。但因前兩項會影響地方名族利益，才導致後來的衝突。按在此三個理念之外，

兩個集團在其他部分的理念可能相近。參伊藤敏雄，〈正始　政變　　　　　—曹爽政

權　人的構成　中心　〉，載野口鐵郎編《中國史　　　　亂　構圖》（東京：雄山閣，

1986），頁261-262。 
109
《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附玄傳〉，頁296-297。 

110
《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陳思王植傳〉，頁574。 

111 方詩銘，〈何晏在曹魏高平陵政變前後〉，載《史林》1998-3，頁15。 
112
《晉書》卷二〈景帝紀〉，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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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即使贊成與反對者皆為士族，但雙方仍各執一詞，爭執不休。也就是說，

恢復五等爵的理念，未因政治立場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可說是當時士族共同

的期待之一。 

二、咸熙五等爵制的施行 

    在高平陵政變後，司馬氏掌握政權，為了得到自身集團的向心力，並獲

得大多數官僚的支持，又要實現其集團的理想，對官制與禮法的調整是勢在

必行，五等爵制也是重要元素之一。但是恢復五等爵只是一個原則，其內容

與精神未必一定得全同於周制。若給予受封者過多的權限，如地方軍政之

權，或廢郡縣行封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分裂情形；若在恢復五等爵的同時，

取消列侯、關內侯等爵制，恐怕會引起強大反彈，王莽即為前車之鑑。因此

國家在考慮身分安排的同時，要如何兼顧政治酬庸與新舊爵位的銜接，也成

為重要的考量因素。 

  魏陳留王奐景元四年（西元263年），鄧艾、鍾會平蜀，這樣重要的功績

造就了司馬氏的聲望與改革名分；次年司馬昭為晉王，並且進行改制的動

作，以「司空荀顗定禮儀，中護軍賈充正法律，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

鄭沖總而裁焉，始設五等爵」。113此云「始設」，代表五等爵是過去並未施行

的新制；但今本《晉書》為唐人所編，而《三國志》云「（咸熙元年）相國

晉王奏復五等爵」，114既云「復」，則應指恢復經典所載的五等爵，似更貼近

當時情形。也就是說，至少在形式上，五等爵並不是一套新制度，而是「復

古」的表現。 

  咸熙改制的詳細內容，可見於《晉書‧地理志》與《太平御覽‧封建部》，

參見表2302「咸熙元年五等爵食邑與地方比較表」。至於五等爵相關的細部

制度，則將於三、四兩章分別敘述。表中尚有兩點須注意者： 

 
113
《晉書》卷二〈文帝紀〉，頁44。 

114
《三國志》卷四〈魏書‧陳留王紀〉，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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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有次國男的問題 
  在《晉書》所記載的爵制中，除了公有郡、縣之分，其餘侯伯子皆分為

大國與次國，115男則未分，而《御覽》男則有大國次國之分，卻未分公侯伯

子，可能是特地為了補充《晉書》之缺而記。116

2.次國男的地方數 
  兩書對照之下，雖互有詳略，公侯伯子之戶數與里數大體相同，差別在

於男爵的部分。若以其順序來看，《晉書》所記次國男食邑數應為二百戶，

與《御覽》正同，此部分應無疑慮。然《御覽》言次國男地方數為二十五里，

（大國）男三十五里，與前面之間距（各十里）不甚合，疑次國男之地方數

為三十五里。 

  在咸熙爵制的結構方面，曹魏時期已有公、侯等爵位，「公」爵主要封

給宗室與二王後，而「侯」則為列侯（縣鄉亭侯）與關內侯。而咸熙元年時，

司馬昭尚為晉王，且曹魏宗室尚有郡王、縣王、縣公、鄉公等爵，117因此五

等爵的位次就必須安置於王、公之後。又列侯、關內侯原為二十等爵的一部

份，並非周制，在儒家經典的地位不如五等爵，位次自然在五等爵之後。因

此在改制的過程中，五等爵的排序就介於王與列侯之間，並共同構成一套新

的封爵體系，即王—五等爵—縣鄉亭侯—關內侯以下，而這個體系也適用於

整個西晉時期。 

  在封爵對象部分，咸熙元年受封五等爵者共六百多人，118可分為以下數

類： 

 
115 張學鋒認為咸熙五等爵是「六等十級」，且郡公只封司馬孚一人，「是有意識地留給禪

代後的司馬氏宗室諸王的」。但此處既云五等爵，則郡公、縣公應視為一等，並非二等；

且泰始元年進封司馬氏宗室，多直接進封為王，而不見有封為郡公者，當時為郡公者皆

為異姓，如賈充、裴秀、石苞等，故張氏此說似非。參張學鋒，〈西晉諸侯分食制度考

實〉，載《中國史研究》2001-1，頁31。 
116 楊光輝在分類時亦認為有次國男之別，參楊光輝，《漢唐封爵制度》，頁5。 
117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記「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頁79-80。又同書卷三〈明
帝紀〉云諸王「以郡為國」，頁99。 

118
《晉書》卷四〈魏書‧陳留王紀〉，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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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司馬氏（同姓）宗室 
咸熙元年時，司馬昭尚未稱帝，其身份僅為晉王，因此即使是其叔司馬孚，

也只能被封為安平郡公，119其餘伯叔子姪便散列於侯伯子男。至泰始元年，

司馬炎稱帝，原為五等爵之同姓宗室多進爵為王，其餘血緣關係較遠及王之

諸子（非嫡子）則陸續進封為五等爵。 

B.曹魏宗室 
曹魏宗室原多為王、公，至泰始元年「魏氏諸王皆為縣侯」，120然參《晉書》

其他列傳，則發現有部分曹魏宗室至晉後降封為縣公。121也就是在西晉時

期，曹魏宗室之五等爵多為王降封的結果。至於原為縣公、鄉公、縣侯之曹

魏宗室是否降封或保持原爵，則不甚清楚。 

C.司馬氏之功臣 
這些人的主要共同點，乃是其父祖或自身在嘉平元年之前並無封爵，或因普

遍封爵與事功而得爵者。至高平陵政變後，這些士族因支持司馬氏，而使官

爵迅速晉升，在咸熙改制前，多已擁有縣侯或鄉侯之爵。尤其在《三國志‧

魏書》各傳中，常見「咸熙元年（初），開建五等，以其父某著勳前朝，改

封某某侯（伯子男）」的記載，通常這些人與司馬氏之關係較為密切，且大

多在封五等爵之前已累積至縣侯之爵；而所謂的「著勳前朝」，即指對司馬

氏有所貢獻者。因此，司馬氏功臣可說是咸熙五等爵中的主要成員。 

D.曹魏時期之群臣 
這些舊臣可分為數類，一是是父祖在曹魏前期有重大貢獻而封爵，至此又進

封者；二是咸熙元年任騎督以上官而成為五等爵者。除了司馬氏功臣外，似

亦包含入祀武帝廟庭之縣侯，如張遼、徐晃、張郃等人的後裔，參表2303「曹

魏配饗太祖廟庭功臣表」。這些功臣後裔在當時未必擁有五品以上之官，不

 
119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頁414。然同書卷三十七〈司馬孚傳〉云孚時封長樂公，未

知孰是，頁1084。 
120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51-52。 

121 如曹志封鄄城縣公，曹芳封邵陵縣公，皆為其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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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符合進封五等爵的條件，但據《晉書‧地理志》，上述功臣的封地皆有

國相，表示這些功臣後裔在咸熙元年（或泰始元年）應已由三品縣侯進封為

五等縣侯。122然而有更多原本擁有列侯者未獲晉升，如夏侯惇為曹魏功臣，

封高安鄉侯；至泰始二年，其孫夏侯佐卒，仍為高安鄉侯，自魏至晉，未有

變動。123也就是說，除了少數得入祀魏武帝廟庭的功臣外，咸熙元年大部分

得封五等爵者都是當朝新貴，即騎督（五品）以上官；124而漢魏之際在爵制

結構具有優勢的軍功豪族，雖多能維持其列侯爵位，但重要性已大不如前。 

  總而言之，在咸熙、泰始初受封為五等爵者，一為降封（曹氏宗室），

二為因血緣關係而封（司馬氏遠屬），三為以父祖或自身對司馬氏有功而封，

四為在當時具有騎督以上官而受封，五為以曹魏舊爵進封者。因此，雖然晉

武帝詔云「五等之封，皆錄舊勳」，125實際上尚可細分為上述諸類。 

三、晉武帝期間的調整 

  泰始元年，魏晉禪代，再次進行普遍封爵，如「除舊嫌，解禁錮，亡官

失爵者悉復之」、「增封進爵各有差」等。126此外，同年也對五等爵制進行一

定規模的調整，即「罷五等之制」，127從原本的五等（公侯伯子男）調整為

三等（大國次國小國），其差別如表2305「咸熙元年與泰始元年封爵官品比

較表」。這裡雖然說是「罷五等之制」，意思應該是罷除五等，改行三等，而

不是廢除五等爵的意思。128所謂罷五等、行三等，指的是咸熙元年五等爵皆

 
122 關於曹魏功臣後裔的問題，詳見第三章第二節的討論。 
123 參《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惇傳〉，頁269。 
124 黃惠賢、陳鋒認為，魏晉之際封五等爵者多為司馬氏黨羽，封五等爵「既提高了司馬氏

擁戴者的政治地位，也使他們在俸祿之外獲得封邑收入。」參黃惠賢、陳鋒主編，《中

國俸祿制度史》，頁150。 
125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53。 

126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52。 

127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415。 

128 本田濟認為，晉武帝廢除咸熙元年五等爵的等級制，改行大國、次國、小國之制，重點

在於等級的轉換，而不是爵名的變化。參本田濟，〈魏晉　　　　封建論〉，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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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置官，至泰始元年，司馬氏的角色由士族（權臣）轉為皇權，為了國家

運作與財政狀況的穩定，便廢除原有五等體系，即公地方七十五里，侯地方

七十里等，而是結合王國施行大國次國小國的三等之制，郡公、縣公、郡侯

比小國，其餘縣侯與伯子男皆不開國；129至於在其他方面的等級秩序，如食

邑、綬色等，可能仍有部分保持五等安排。130至泰始二年，晉武帝又下詔云： 

五等之封，皆錄舊勳。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鄉侯為關內侯，

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131

如此一來，受封五等爵者其家至少擁有二爵，一為五等爵，一為上述傳封之

爵，這也是繼以功臣為五等爵後，另一項對士族的優待。 

  上述為泰始初年爵制的概略情形，至咸寧三年，晉武帝又針對爵制作了

一番調整： 

自此非皇子不得為王，而諸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

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

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以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不滿五千戶始

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不得封。132

此事肇因於楊珧、荀勖等人為排擠司馬攸，而以諸王就國為名，建議晉武帝

對封爵體系作出調整。無論其背景為何，此次改制已對五等爵的分封方式與

對象作出更明確的限制，即非同姓支庶者，不得封為五等爵。但太康元年（西

元280年）西晉滅吳，功臣多封為五等侯，這也是晉武帝在泰始元年後，唯

一大封異姓群臣為五等爵之例；133惠帝以後亦多有以軍功封五等爵者。若仔

 
129 關於侯伯子男不開國的問題，請參見第三章第二節的討論。 
130 關於西晉爵制等級秩序的討論，詳見第四章第一節之論述。 
131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53。 

132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頁744。 

133 楊光輝認為，西晉武帝朝在泰始中以後，便無異姓封五等爵之例，並認為太康初杜預等

人所封乃三品縣侯，非五等侯，張學鋒先生也持相似意見。然參《晉書》相關紀傳，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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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析，可發現咸寧三年晉武帝之詔，所言乃同姓推恩之爵，故「非此皆不

得封」，是指非上述條件之同姓子弟，不得經由推恩為五等爵，似不包含異

姓；即使此詔包含異姓，即異姓亦不得為五等爵，所指仍應為推恩或普遍封

爵，並未包含軍功之途，因此太康元年平吳功臣與惠帝以後受封五等爵者，

皆以軍功受爵，與詔書本身並不違背。故咸寧三年的改制，主要是針對同姓

宗室作部分調整，異姓五等爵部分似無太大變動。 

  雖然漢魏之際，士人對五等爵仍有相當的關心，但至五等爵施行以後，

士人所關心的「封建」問題，與五等爵並無直接關係，重點在未載於儒家經

典的諸侯王，因此對五等爵的討論甚少，134而論及者評價亦呈現兩極。如傅

咸即云「五等諸侯復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135屬於負面評價； 

  段灼上書亦云： 

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立五等諸侯，上不象賢，下不議功，而是非雜

揉，例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136

其後段灼又上疏云： 

臣以為可如前表，諸王宜大其國，增益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

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為諸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易之，

 
預封當陽侯，王濬封襄陽侯，王戎封安豐侯，唐彬封上庸侯；又依《晉書》卷十五〈地

理志〉所記，除安豐外，當陽、襄陽、上庸皆有侯相。案《後漢書》志二十八〈百官五〉，

列侯有家丞、庶子；《隋書》卷二十六〈百官志上〉言梁「諸列侯食邑千戶已上，置家

丞、庶子員」。又《晉書》卷六十四〈琅邪悼王煥傳〉亦云列侯「家丞、庶子足以攝祠

祭而已」，則東晉列侯官屬亦為家丞、庶子。且魏晉南朝制度相承，則西晉列侯之屬似

亦為家丞、庶子。若然，則上述杜預等人封國皆有國相，則應為五等侯，非三品縣侯。

參楊光輝，《漢唐封爵制度》，頁46；張學鋒，〈西晉諸侯分食制度考實〉，頁33。 
134 如劉頌在論及「封建」問題時，不斷對於諸王就國與軍隊等問題提出意見，甚少提及五

等爵之制度，僅言「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

其曾玄」。參《晉書》卷四十六〈劉頌傳〉，頁1296。 
135
《晉書》卷四十七〈傅玄附咸傳〉，頁1324。 

136
《晉書》卷四十八〈段灼傳〉，頁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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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封爵之制，祿奉禮秩，並同天下諸侯之例。137

段灼所言，主要是否定五等爵的必要性，認為可考慮改易或廢除。然亦有建

議徹底恢復封建制，給予異姓五等爵軍政權力者，如陸機〈五等論〉即大力

鼓吹封建制之益處；138虞溥亦建議衛瓘「宜復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不

可承暴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而衛瓘只能回答「歷代歎此，而終未能改」；

139齊王司馬冏輔政期間，王豹又建議可「皆遣王侯之國，北與成都（王）分

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司馬冏）都宛，寬方千里，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大

小相率，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140然未被採用。綜

合以上論述，可發現咸熙、泰始初推行的五等爵制，只有五等之名，未有「封

建」之實，因而同時有主張廢除與徹底施行的極端意見，而正反雙方的共同

處在於應該對「上不象賢，下不議功」的五等爵進行改制。不過實際改制的

工作，要等到南北朝時才得以實踐。 

四、晉惠帝以後爵制之紊亂 

  晉惠帝即位之後，外戚楊駿輔政。但楊駿自知聲望不足以服眾，便「依

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141具體措施即「二千石已上皆

封關中侯」。142時人對這種措施多有異議，如石崇與何攀指出當時「班賞行

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若繼續發展下去，

則「數世之後，莫非公侯」，143但這些意見並未受到採納，楊駿依然大行封

賞，開西晉後期濫封之源。 

 
137
《晉書》卷四十八〈段灼傳〉，頁1349。 

138
《晉書》卷五十四〈陸機傳〉，頁1475-1479。 

139
《晉書》卷八十二〈虞溥傳〉，頁2139。 

140
《晉書》卷八十九〈王豹傳〉，頁2305。 

141
《晉書》卷四十〈楊駿傳〉，頁1178。又同書卷四十七〈傅玄附祇傳〉云：「及（晉武）
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眾心，議普進封爵」，亦可參看之，頁1331。 

142
《晉書》卷四〈惠帝紀〉，頁89。 

143
《晉書》卷三十三〈石苞附崇傳〉，頁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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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年（元康元年，西元291年）楊駿受誅，由汝南王司馬亮與衛瓘輔政；

同年兩人又為楚王司馬瑋所誅，司馬瑋隨即為賈后所殺，形成賈后干政的局

面。由於政局動盪，封爵猥濫的狀況並未因此改善，如司馬亮與衛瓘輔政時，

又行廣泛封爵的政策，「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144因而傅咸認為： 

聖上（惠帝）以駿死，莫不欣悅，故論功寧厚，以敘其歡心，此群下

所宜以實裁量，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李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

加，復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來，封賞未有若此

者也。無功而厚賞，莫不樂國有禍，禍起當復有大功也，人而樂禍，

其可極乎。145

在兩年之中，封爵人數暴增，封爵原因雖然尚稱正當（一為新皇帝即位，一

為誅除「賊臣」），然而也有許多「無功而厚賞」的情形，封爵人數過多，甚

至超過泰始與太康初年，造成濫封的情形，也使西晉爵制秩序趨於紊亂。 

  在賈后剷除司馬瑋後，元康年間的封爵體系暫時穩定，無普遍封爵的情

形；至惠帝後期，發生「八王之亂」，諸王掌權之際，各以親信將吏為高官

顯爵，旋封旋廢，紊亂不已。如趙王司馬倫掌權之時，「孫秀等封皆大郡，

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數千人」，其後司馬倫稱帝，更以「郡縣二千石令

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146兩年之中，

封爵者不知凡幾。其餘諸王亦然，如「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論功雖小，

亦皆依用」，陳頵認為「其起義以來，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

出皁僕，金紫佩士族之身，符策委庸隸之門，使天官降辱，王爵黷賤，非所

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147在惠帝後期，爵位只是酬

功賞庸的工具，已無身份與實際的，故陳頵才有此建言；但在紛亂的政治環

 
144
《晉書》卷四〈惠帝紀〉，頁90。 

145
《晉書》卷四十七〈傅玄附咸傳〉，頁1326。 

146
《晉書》卷五十九〈趙王倫傳〉，頁1600-1602。 

147
《晉書》卷七十一〈陳頵傳〉，頁1893-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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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想要重新建立爵制秩序，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最後至愍帝建興四年（西

元316年），長安淪陷，西晉時期宣告結束，五等爵制至東晉才能進行調整與

安排，重新建構爵制秩序。148

五、西晉五等爵的特色 

1.官制與爵制的初步結合 
  五等爵與官制之關係，主要表現在爵制被納入官制系統之中。在漢魏時

期，爵制是分別官僚個別身份的重要方式，得官者與封爵者多未重疊，即官

與爵為兩套獨立運作的系統。149但在咸熙改制中，出現了官品系統，爵制也

對應於官品之中，即王公侯伯子男為一品，列侯為三品以下；至泰始初再作

調整，即公為一品，侯伯子男為二品，150列侯為三品以下，參表2306。151首

先，之所以將侯伯子男並列於二品，似有其現實考量，即封五等爵者為功臣

士族或上層士族，封列侯者則為次族或一般士族。152其次，由於官品系統本

身具有區分官僚身份的功用，爵制與官制初步結合後，表面上喪失了爵制內

在等級區分的功能，但實際上封爵在西晉仍為一套獨立運作的系統，由爵位

的高低便可判斷其人在當時的身份地位；且五等爵設立的意義便在於「諸侯」

之身分，以及與儒家理想的對應，故爵入官品並未實際影響五等爵的重要

性。再次，在漢代的官僚體制下，除了少數的受封爵者外，皇帝與臣下的關

 
148
《晉書》卷四十四〈華表附恆傳〉云：「（晉成帝）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

（華）恒更以討王敦功，封苑陵縣侯，復領太常。」可知在東晉初年，曾對西晉末年紊亂

之封爵體系做出大規模的沙汰，以維持穩定之爵制秩序。再加上西晉有封爵者及其世子

多淪於北方，紹封與否便成為東晉政權可以掌握之部分，頁1263。 
149 《通典》在列魏官品之時，乃包含公侯伯子男之名，然祝總斌、閻步克二先生皆認為，

此魏官品應為咸熙元年之作，並非曹魏前期即已施行。又《晉書》卷二十〈禮志中〉亦

言「漢魏故事無五等諸侯之制」，亦為一旁證。參祝總斌，《兩漢魏晉南北朝宰相制度

研究》，頁147-148；閻步克，〈魏官品產生時間考〉，收入氏著《品位與職位——秦漢
魏晉南北朝官階制度研究》，頁226-228。 

150 至於郡侯為一品或二品，則需再議。 
151 雖然五等爵也入了官品秩序當中，但是否代表爵制已完全附麗於官制當中，仍可再議。 
152 關於侯伯子男並列於二品的詳細討論，請參見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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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以「皇帝—公—卿—大夫—士」的模式為主；而五等爵實施後，君臣間

的關係除了上述序列之外，又多了「天子—王—公侯伯子男—列侯」的關係，

在此「爵」的意涵已不只是身份的表徵，同時也代表了儒家經典中的「諸侯」，

153官僚與天子間除了君臣關係外，又多加一層天子與諸侯的關係；且西晉散

官制度尚未完備，在官員致仕、離職或服喪之時，爵位也成為維繫天子與士

族間的重要管道。因此五等爵的實施，對於加強國家局勢與穩定政治秩序，

亦有正面的幫助。 

2.咸熙元年與泰始元年改制的差別 
  咸熙元年改制與泰始元年調整的不同處，在於咸熙元年時，司馬昭尚為

晉王，雖為相國掌朝政，仍與皇帝相去一階，與曹魏諸王平行。為了要凸顯

出爵制的秩序，司馬氏其餘諸人與士族功臣，最高僅能列為五等之公，故「惟

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度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里」，

154就算是司馬昭的叔父司馬孚，輩尊位隆，也只能封郡公，給予和諸王相等

的待遇，而不能直接封為王。到了泰始元年，司馬炎成為皇帝，而諸司馬氏

成為宗室，多封為王，重新形成了爵制的秩序，即皇帝（司馬炎）—諸王（司

馬氏）—五等爵（以士族為主的功臣）—列侯以下爵（一般群臣）。這個演

進與曹魏代漢之時非常接近，不同之處只在於異姓群臣的爵制又分為五等爵

與列侯以下爵。 

3.司馬氏功臣姻親多有越級超封的情形 
  按照曹魏時期的制度，每逢普遍進爵之時，多以原有爵位向上晉升一

級，如亭侯進為鄉侯、鄉侯進為縣侯等。但在咸熙改制之時，許多司馬氏的

功臣在改制前並非縣侯，甚至有非列侯或無爵者；至咸熙之際，直接晉升數

級，而受封五等之爵。如為羊祜為司馬氏之姻親，在陳留王即位之時，始賜

爵關中侯，邑百戶；至咸熙元年，封鉅平子，邑六百戶。從陳留王即位至咸

 
153 如《禮記》卷四〈王制〉與《白虎通》卷一〈爵〉等處，皆詳述五等爵的定義及其與天

子之關係，當為改制時之參考依據之一。 
154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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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改制，其間不過四年的時間，羊祜的封爵直接跳過關內侯與列侯（縣鄉亭

侯），而升至五等爵。不過像這樣「越等」進封的情形，似只有在咸熙元年

與泰始之初較多，且以司馬氏功臣為多，基本上在曹魏時期與西晉泰始元

年，大部分的進封仍以向上一等為主。 

4.泰始元年後，除軍功外，晉武帝時期少有封五等爵者 
  在咸熙元年得封五等爵者，除了在當時任騎督以上官與「著勳前朝」的

後代之外，恐怕並沒有普遍加官晉爵的情形。到了泰始元年，由於新皇帝即

位，又是改朝換代之初，故有「增封進爵」的動作，即前述「增封進爵各有

差」，但五等爵與三品縣侯以下爵有所差別。五等爵的增封進爵，是指子進

爵為伯、男進爵為子等；而列侯以下增封進爵，是指亭侯進封為鄉侯、關內

侯進封為亭侯等。然而除少數特例之外，咸熙元年為三品縣侯以下者，少有

在泰始元年因進封而為五等爵之例。也就是說，一般情況下，咸熙元年為列

侯以下爵者，在泰始元年進封為五等爵的可能性甚低；除了軍功之外，受封

列侯以下爵者日後要進封為五等爵的可能性更是微乎其微。至於能在咸熙元

年受封為五等爵的身分與條件，大約便是前述支持司馬氏之官僚集團；即使

封五等爵的條件為五品以上官，在魏末晉初得任騎督以上官者，大體亦為傾

向司馬氏之官僚。也因此，泰始初年爵制亦具有區別集團（身分）之功用，

即五等爵為司馬氏功臣集團及特定個人，三品縣侯以下則為曹魏舊臣及一般

官僚。 

5.受五等爵者即使官品未達二品，亦擁有二品以上的待遇 
  咸熙元年所封之五等爵約有六百餘人，至泰始初約五百餘人。按照《通

典‧職官典》，二品以上官（不包括爵）大約只有數十人，至多也不會超過

百人，而實際封五等爵者卻有六百餘人，代表許多受爵者同時擁有三至五品

官與二品以上爵。這些人雖只為三至五品官，似可擁有二品以上的待遇，包

括占田、蔭戶等方面，以及禮法方面的規範等，對受爵者及其家族應有所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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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指出的是，雖然曹魏時期封爵途徑有所擴大，大體仍以軍功為主

要原則，因此袁準才會感嘆「安寧天下者不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賞之

意也」；156但在曹魏後期，在司馬氏掌權的情形下，司馬氏集團的封爵數量

與比例日漸提高，終於在咸熙改制之時，功臣集團在爵制上與一般臣子已有

所區別。由於司馬氏當權，所以無論是「著勳前朝」，或是「皆錄舊勳」，此

處之「勳」其實是鞏固司馬氏之勳，等於對「國家」有功，因而得封五等爵。

但這種勳的標準既非軍功，亦非賢德，因此才有「上不象賢，下不議功」之

譏。相較於漢魏時期的軍功爵，西晉五等爵與政治的關係更加密切，更無相

對客觀的標準，封爵的升降是隨著政治權力的轉移而異，爵位逐漸喪失其獨

立性，轉變為政治酬庸的工具；就性質而言，五等爵其實更近似於漢代的「恩

澤」概念，即與政治核心有密切關係者，即可獲得封爵，這也是爵制地位日

益下降的原因之一。東晉及南北朝雖對於爵制的品級及內容多有調整，仍無

法改變五等爵與政治密切相關的性質；至唐代以後，五等爵已無食邑，僅餘

名號與禮法優待。由此可見，西晉五等爵的施行，不但在制度上影響後代，

其與政權變化密切相關的特質，也或多或少成為後代實行的參考。 

 

 

 

 

 

 

 
 

 
155 楊光輝指出，西晉時期有許多官員為三品官，因五等爵而得入一、二品官之列，「與其

說是憑藉官品，不如說是仰仗封爵」。參楊光輝，〈官品、封爵與門閥制度〉，《杭州

大學學報》1990-4，頁97。 
156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封建部一〉「敘封建」引《袁子》，頁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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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1 東漢中後期賣官鬻爵事件表157

永初三年 三公以國用不足，奏令吏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林郎五大夫

官府吏緹騎營士各有差 

延熹四年 占賣關內侯虎賁羽林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光和元年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林，入錢各有差 

中平四年 是歲賣關內侯，假金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靈帝時 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異 

 
 
 
表 2102 漢末建安年間封爵人數表158

 建安元年 建安五年 建安十三年 建安二十年 

 確定 不確定 確定 不確定 確定 不確定 確定 不確定 

公 ╳ ╳ ╳ ╳ ╳ ╳ 1 0 

縣侯 10 7 8 3 3 4 4 3 

都鄉侯 0 0 0 0 0 0 1 0 

鄉侯 0 2 2 2 4 3 5 4 

都亭侯 2 2 7 2 11 3 11 5 

亭侯 8 4 11 9 17 14 22 13 

列侯 11 1 6 11 19 23 12 41 

關內侯 1 0 2 1 5 4 11 4 

名號侯 ╳ ╳ ╳ ╳ ╳ ╳ 0 0 

關中侯 ╳ ╳ ╳ ╳ ╳ ╳ 0 0 

關外侯 ╳ ╳ ╳ ╳ ╳ ╳ 0 0 

五大夫 ╳ ╳ ╳ ╳ ╳ ╳ 0 0 

總計 32 16 36 28 59 51 67 70 

全 48  64  110  137  

 

                                                 
157 本表所參照者為《後漢書》卷五〈安帝紀〉，頁213；同書卷七〈桓帝紀〉，頁309；同
書卷八〈靈帝紀〉，頁342、355；同書卷五十二〈崔駰傳〉，頁1731。 

158 本表是根據本文附錄「漢末魏晉封爵總表」加以整理而成。另外本表標示為╳者，代表

當時尚無此爵位，故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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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 曹魏時期大封功臣事件表159

年 原因 詳細情形 類型 

黃初元年 文帝受禪 封爵增位各有差 普遍 

黃初四年 論征孫權功 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 軍功 

黃初七年 明帝即位 諸臣封爵各有差 普遍 

黃初七年 破吳軍功 論功行賞各有差 軍功 

太和二年 論討諸葛亮功 封爵增邑各有差 軍功 

太和五年 退諸葛亮功 封爵增位各有差 軍功 

青龍二年 錄諸將功 封賞各有差 軍功 

太和二年 錄討（公孫）淵功太尉宣王（司馬懿）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 軍功 

正始六年 討句驪功 論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軍功 

正元元年 論廢立定策之功 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普遍 

甘露三年 大論淮南之功 封爵行賞各有差 軍功 

 
 
 
 
 
 
 
 
 
 
 
 

                                                 
159 本表乃參考《三國志》卷二〈文帝紀〉、同書卷三〈明帝紀〉、同書卷四〈三少帝紀〉

等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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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 曹魏時期封爵人數表160

 黃初元年 太和元年 正始元年 嘉平元年 甘露三年 

 確定 不確

定 

確定 不確

定 

確定 不確

定 

確定 不確

定 

確定 不確

定 

王 1 0 16 0 18 1 17 0 17 3

縣公 1 0 4 0 5 0 5 0 4 0

鄉公 0 0 0 4 0 2 1 2 1 1

縣侯 22 6 17 13 17 17 23 16 24 27

都鄉侯 1 1 1 0 0 0 3 0 1 1

鄉侯 15 3 16 6 7 11 14 14 10 25

都亭侯 4 1 0 7 1 6 2 5 0 7

亭侯 24 12 19 18 13 27 15 40 16 49

列侯 12 36 3 99 9 98 9 115 5 125

關內侯 22 26 9 47 4 37 6 54 8 55

名號侯 0 0 0 1 0 1 0 1 0 1

關中侯 1 0 0 0 0 0 0 0 0 3

關外侯    

總計 103 85 85 195 74 200 95 247 86 297

全 188  280 274 342 383 

 
 
 
 
 
 
 
 

                                                 
160 本表是根據本文附錄「漢末魏晉封爵總表」加以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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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3 漢末建安年間與曹魏時期封爵人數對照表161

年代 王 公 縣侯 鄉侯 亭侯 列侯 關 內

侯 

名 號

侯 

關 中

侯 

總計 

建安元年 0 0 17 2 16 12 1 0 0 48 

建安五年 0 0 11 4 29 17 3 0 0 64 

建安十三年 0 0 7 7 45 42 9 0 0 110 

建安二十年 0 1 7 10 51 53 15 0 0 137 

黃初元年 0 1 14 20 41 48 48 0 1 173 

太和元年 0 1 30 23 44 102 56 1 0 257 

正始元年 0 1 34 18 47 107 41 1 0 249 

嘉平元年 0 1 39 31 62 124 60 1 0 318 

甘露三年 0 1 51 37 72 130 63 1 3 358 

 
表 2301 西晉五等封爵人數表162

咸熙 

元年 

總計 泰始 

元年 

總計 咸寧 

三年 

總計 太康 

十年 

總計 元康 

中 

總計 愍懷 

之際 

總計 

異姓王 1 異姓王 1 異姓王 1 異姓王 1 異姓王 1 異姓王 1 

郡公 1 郡公 5 郡公 6 郡公 6 郡公 8 郡公 8 

縣公 8 縣公 14 縣公 14 縣公 21 縣公 27 縣公 34 

鄉公 6 郡侯 1 郡侯 1 郡侯 1 郡侯 1 郡侯 2 

侯 35 縣侯 32 縣侯 40 縣侯 47 縣侯 52 縣侯 62 

伯 9 伯 4 伯 4 伯 4 伯 3 伯 7 

子 22 子 16 子 15 子 15 子 14 子 13 

男 5 男 3 男 3 男 3 男 4 男 7 

五等爵

總 

86 五等爵

總 

75 五等爵

總 

83 五等爵

總 

97 五等爵

總 

109 五等爵

總 

134 

三品縣

侯 

20 三品縣

侯 

44 三品縣

侯 

44 三品縣

侯 

44 三品縣

侯 

46 三品縣

侯 

56 

 
 

                                                 
161 本表乃根據表2102「漢末建安年間封爵人數表」與表2202「曹魏時期封爵人數表」綜合

而成。 
162 本表是根據本文附錄「漢末魏晉封爵總表」加以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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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2 咸熙元年五等爵食邑與地方比較表163

《晉書‧地理志》 《太平御覽‧封建部》 

咸熙元年 食邑（戶） 地方（里） 咸熙元年 食邑（戶） 地方（里） 

郡公      

縣公 1800 75 五等諸公 1800 75 

大國侯 1600 70 五等諸侯 1600 70 

次國侯 1400 65    

大國伯 1200 60 五等伯 1200 60 

次國伯 1000 55    

大國子 800 50 五等諸子 800 50 

次國子 600 45    

大國男 400 40 五等男 400 35 

次國男   次國男 200 25 

 
表 2303 曹魏配饗太祖廟庭功臣表164

人名 字 本籍 封爵 年代 出處 咸熙泰始

之爵 

夏侯惇 元讓 沛國譙縣 高安鄉侯 青龍元年 《三國志》卷三

《魏書‧明帝紀》 
高安鄉侯 

曹仁 子孝 沛國譙縣 陳侯 青龍元年 《三國志》卷三

《魏書‧明帝紀》 
甯陵侯 

程昱 仲德 東郡東阿 安鄉侯 青龍元年 《三國志》卷三

《魏書‧明帝紀》 
安鄉侯 

曹真 子丹 沛國譙縣 邵陵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新昌亭侯 

曹休 文烈 沛國譙縣 長平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長平侯 

夏侯尚 伯仁 沛國譙縣 昌陵鄉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昌陵亭侯 

桓階 伯緒 長沙臨湘 安樂鄉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安樂鄉侯 

                                                 
163 本表是根據《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與《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九〈封建部二〉綜

合而成。 
164 矢野主稅所列表僅十九人，參 矢野主稅，《門閥社會成立史》（東京：國書刊行會，1976），
頁444-445。 



．56．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立的歷史考察 

陳群 長文 潁川許昌 潁陰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慎子 

鍾繇 元常 潁川長社 定陵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定陵侯 

張郃 俊乂 河間鄚縣 鄚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鄚侯 

徐晃 公明 河東楊縣 陽平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陽平侯 

張遼 文遠 雁門馬邑 晉陽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晉陽侯 

樂進 文謙 陽平衛國 廣昌亭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廣昌亭侯 

華歆 子魚 平原高唐 博平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觀陽伯 

王朗 景興 東海郯縣 蘭陵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承子 

曹洪 子廉 沛國譙縣 樂城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樂城侯 

夏侯淵 妙才 沛國譙縣 博昌亭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朱靈 文博 清河鄃縣 高唐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高唐侯 

文聘 仲業 南陽宛縣 新野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新野侯 

臧霸 宣高 泰山華縣 良成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良成侯 

李典 曼成 山陽鉅野 都亭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都亭侯 

龐德 令明 南安狟道 關門亭侯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列侯 

典韋  陳留己吾 ——— 正始四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荀攸 公達 潁川潁陰 陵樹亭侯 正始五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丘陽亭侯 

司馬懿 仲達 河內溫縣 舞陽侯 嘉平三年 《三國志》卷四

《魏書‧齊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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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4 泰始元年大次小國食邑與兵數表165

泰始元年 食邑 兵 

諸王大國 20000 5000 

諸王次國 10000 3000 

諸王小國 5000 1500 

五等大國 ≧10000  

五等次國 ≧5000  

五等小國 ＜5000  

 
 
 
 
表 2305 咸熙元年與泰始元年封爵官品比較表166

 咸熙元年 泰始元年 

第一品 國王公侯伯子男 開國郡公縣公 

第二品 ——— 開國縣侯伯子男 

第三品 縣侯 縣侯 

第四品 鄉侯 鄉侯 

第五品 亭侯 亭侯 

第六品 關內名號侯 關內名號侯 

第七品 ——— 關外侯 

 
 
 

 

                                                 
165 本表乃根據《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同書卷二十四〈職官志〉製作而成。 
166 本表是根據《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同書卷二十四〈職官志〉、《通典》卷三十

六〈職官十八〉引《魏官品》、同書卷三十七〈職官十九〉引《晉官品》加以完成。 


